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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传播、 公共影像与记忆的空间

———以 “民间记忆计划” 放映实践为例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宋嘉伟

摘　 要： 传播学研究正在从传统的新闻与大众传播研究向更加宽泛领域的研究转向。 其中， 城市传播

是一个重要的领域。 文章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 对一个民间影像项目———民间记忆计划———在中国不同城

市空间的放映实践进行了考察， 指出， 在当代中国， 集体记忆不仅仅可以通过大众传媒来塑造， 城市空间

也是一种重要媒介， 不同的空间类型限制或推动着集体记忆的生成， 进而制约或推动着影像公共功能的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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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大众传播到城市传播： 作为媒介的城市空间

随着 ２１ 世纪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媒介融合、 人文学科间跨学科趋势的增强、 传播研究对人类人文社

科经典文本挖掘的深入， 传播学研究者们逐步扩大了自己的研究视野， 目光不再局限于大众传播领域，

而是开始深入到 “传播” 更本质的含义 “交流” 中去。 这种变化反过来使我们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是

“传播研究”？ 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 不难发现， 以大众传媒为中心所进行的传播学研究取向是一种社

会建构， 是 ２０ 世纪现代性与大众传媒技术发展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

按照雷蒙德·威廉斯的考察， “传播” 作为一种现代词汇， 出现于 １５ 世纪， 意味着 “使普及于大

众”， 与印刷技术的革命、 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运动大约发生在同一个时期， 带有公共性意涵。 而 “传

播” 一词的 “传播媒介” 和 “通讯工具” 意涵， 直到 １７ 世纪末期才出现。［１］２０ 世纪无线电技术与电视

的发明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时代走向， 使得第一， 将大众传媒与新闻制度视为维持社会运转的功能

主义研究成为显学［２］ ； 第二， 对科技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的意识取向， 也带来了对媒介本体

作用机制的研究。① 虽然在此阶段曾经短暂出现过美国芝加哥学派关于传媒与城市化的研究———例如其

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罗伯特·帕克提出的城市作为 “社会有机体” 的传播理念。［３］ 帕克高度注意到报纸在

促进移民形成新的城市认同感、 适应大都市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 认为报纸是 “促进城市人口既频繁

流动又高度集中的……构成城市生态系统的首要因素。” ［４］———但是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之后迅速被

经验功能主义的研究所取代， 进而被人们所遗忘。

新媒介出现后， 这种考察信息传播中介、 忽视实体城市空间的传播研究达到了顶峰： “在传播学研

究领域， 空间维度的缺乏表现在， 普遍地将实体空间排除在 ‘媒介’ 之外， 对于 ‘空间’ 概念的理解，

① 其中主要的研究成果包括： 刘易斯·芒福德 􀆰 技术与文明 （陈允明译） 􀆰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哈罗德·伊

尼斯 􀆰 传播的偏向 （何道宽译）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３； 马歇尔·麦克卢汉 􀆰 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 （何道宽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０；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 􀆰 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 （何道宽译） 􀆰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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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地局限于非实体媒介构筑的 ‘虚拟空间’。 ……对于传播意义的理解越来越多地落在跨越空间

的远距离的信息传递上。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场景所构筑的交流关系及其意义， 几乎完全被排除在

传播学研究的视域之外。” ［５］然而新技术在刚刚出现之时总是以一种旧观念作为思考起点， 但随着数字

网络对人们生活各领域的渗透， 我们不得不更新理念， 将网络化看成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和思维方

式， 并将互联网的隐喻运用到城市传播研究。

按照这种视角， 我们可以进行两个方向的研究， 第一， 将全球城市群看成是一个传播系统， 如同

曼纽尔·卡斯特尔所提出的 “都市星球” ［６］那样， 将不同的城市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看成是一种 “交流

系统”， 考察城际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 第二， 考察城市内部的空间系统。 犹如传播不再仅仅遵循从一

个中央系统向四面八方发送信息的系统、 而是一种多节点的网络化的存在一样， 城市中的空间也成为

一种流动性的空间， 信息传播在这种空间中发生， 从而构成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更加物

质化的传播系统。

在这样一个城市信息传播系统中， 节点是各式各样的建筑空间实体， 四通八达的道路则是这个传

播系统的网络神经。 作为主体的人通过交通工具穿梭于这个网络之中， 犹如信息透过传播管道进入到

信息某个接收终端。 这里， 同样的影像也分散到多个空间节点之中， 为人们所观看与评论。 而影像创

作者也被分散到多个空间节点之中， 并同观看者相互交流。 每个传播空间都构成一个小型的信息传播

系统， 其中存在放映工具 （例如投影仪、 电视）， 存在创作者和观众 （城市中产阶级和有闲群体。 例如

大学扩招后的学生、 社会富裕起来后的自由职业者、 因为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而增加的退休者、 理财投

资者、 土地和房屋出租者的数量的扩大）， 存在特定的传播内容 （影像）。 影像可以在多个城市空间之

中进行传播。 因为人作为主体亲身出现在这个传播空间之中， 这个空间中便存在了相互交流与沟通的

可能。

二、 城市空间： 一种具有公共色彩的空间形态

由于城市中的许多空间都是开放式的、 多人参与的空间， 这使得城市空间符合成为公共空间的

“开放性” 与 “群体性” 这两个基本要求。

事实上， 在西方文明传统中， 城市空间一直都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空间来研究， 在这个空间

中， 人们相互交流与论辩， 它是民主政治得以发生的场所。 例如贝淡宁与艾维纳探讨了全球几座重要

城市的城市空间如何建构独特的 “城市精神” （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７］ 。 克琳娜·库蕾则从城市中的圣

殿、 广场、 剧院促进市民之间的理性论辩的角度， 探讨了它们是如何使得雅典成为了一个 “交流社会”

的［８］ 。 城市的空间布局、 人在空间中的发言与交流， 城市中畅通的交通网络， 构成了古希腊社会民主

的基础。

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 城市中的空间提供了人们论辩和交流的场所， 而 “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

生活的动物 （人类在本性上， 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 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

的， 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 那就是一位超人。” ［９］ 对于汉娜·阿伦特来说， 城市空间 “为公民对话和参

与提供了一个公开和公共的地点。” ［１０］理查德·桑内特对雅典的议事厅进行了专门分析， 认为其 “是一

个比较能够进行持久对话的地方” ［１１］ ， 这种对话就有利于公共话题的展开和民主的培养。 对于哈贝马斯

来说， 咖啡馆、 沙龙、 酒吧是成为资产阶级舆论形成对抗国家的主要公共领域。 另外， 卡尔指出人们

的日常生活分为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两个部分， 公共空间是这两个部分的连接点， “一个健康的生活包

括公共和私人体验的平衡……公共空间使人们在每日生活中发生的偶然接触中 （不知觉地） 形成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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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联系并使生活具有意义。” ［１２］因此它能使人在自我关注与社会关注之间达到一个较为平衡的心灵状

态。 这些研究都帮助我们重新将城市纳入到传播公共性研究的议题之下。

在建筑与城市规划领域， 对 “公共空间” 的研究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美国， 引入者为以雅各

布斯为代表的学者。 受到过深厚人文主义思想熏陶的雅各布斯引入公共空间研究的原因在于， 她看到

了美国现代化过程中以功能主义为基本理念的现代城市规划原则， 当时 “多数城市规划者推崇由勒·

柯布西耶等现代主义建筑师所提倡的 ‘公园中的塔楼’ 的现代主义市建模型， 认为由大型的开放绿地

隔离开设施齐备、 各自独立、 犹如空中城市一般的高层居住建筑的规划方式， 能够解决由城市居住密

度增加所带来的拥挤和卫生条件差等城市病。” ［１３］雅各布斯认为这种规划方法加深了城市中不同阶层之

间的隔阂， 使得人与人之间成为彼此隔绝的个体， 传统的城市中的建筑之间的空间交互关系被破坏殆

尽。［１４］他还指出应该要对传统的城市街区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有机生活进行重塑。 这与同时期芒福德对城

市建筑的结构破坏人文空间的论述不谋而合。［１５］公共空间由此成为城市规划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引领

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西方城市研究。

那么什么样的空间是一种公共空间呢？ 马丹尼波尔持一种狭义上的判断， 他认为那些 “由公共机

构为全体民众提供服务并对他们开放的， 为社会成员所共享和使用的” ［１６］ 的空间才是真正的公共空间。

这种定义严格将公共空间看成是公共部门所有的空间。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者普遍强调空间的 “可达性”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问题。 按照卡尔的划分， 可达性包括三个方面的评测指标： 视觉可达性 （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

象征可达性 （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ａｃｃｅｓｓ） 以及实体可达性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ｃｅｓｓ）。［１２］（４７）涉及视觉舒适性、 空间吸引力与

空间是否容易进入三个方面的问题。 而本和高斯则在可达性之外， 又引入了 “经管者” （ ａｇｅｎｃｙ） 和

“利益” （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两个衡量指标。［１７］前者指的是是否由公共机构管理， 后者指的是公共空间为谁的利

益服务。

需要注意到的是， 同时处在前现代、 现代、 后现代三重界面之上的中国的城市空间与芒福德、 雅各

布斯所批判的美国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空间功能化问题的语境是不同的。 中国城市空间的壮大某种程

度上与社会空间的扩大齐头并进， 社会因此有了一定的自主性。 另外， 中国公共性的营造也存在多种

更为灵活的形式。 但是这种公共性的履行效果如何呢？ 下面笔者将以一个民间影像项目在城市空间的

传播情况作为个案来进行考察。

三、 记忆的空间： 对民间记忆计划城市放映空间的田野考察

笔者从 ２０１１ 年到 ２０１５ 年期间较为频繁地参加了中国各民间影像的放映活动， 并在伦敦、 北京、 成

都、 南京、 广州五个城市的性质不同的放映空间中， 实地考察了一个名为 “民间记忆计划” 的若干放

映活动， 并对纪录片工作者、 主持人和观众做了若干访谈。 “民间记忆计划” 是由中国著名纪录片人吴

文光在 ２００８ 年发起的一个包含着纪录影像、 口述文本、 摄影作品与现代舞等形态的综合艺术项目， 主

题是记录下新中国成立到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为止的 ３０ 年的民间记忆。 其中， 纪录影像是最核心的形式之

一。 十几位计划参与者们返回各自所在的村庄， 对村庄中的老人进行了影像口述史的纪录， 试图记录

下农民们关于特定时代的共同记忆。 毋庸置疑， 这种记忆是一种集体记忆 （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ｍｏｒｙ）。 参与者

们完成拍摄与后期剪辑工作后， 将这些携带着集体记忆的影像作品， 带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城市空

间中进行放映与交流活动。

接下来， 笔者将探讨城市中这些 “记忆的空间”。 空间类型的不同， 制约着影像的传播效果。 民间

记忆影像在城市中的放映空间， 可以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商业空间 （主要类型为咖啡馆和酒吧）、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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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主要类型为艺术工作站、 美术馆和当代艺术中心）、 文化空间 （主要类型为书店）、 非政府组织

空间 （主要是青年教育组织、 女权组织等）、 教育空间 （主要是大学）。 不同的空间基于不同的诉求，

将民间记忆计划中的影像吸纳进来， 构成空间中某个时间段的主要活动。 空间的方位、 造型、 结构、

开放性程度、 人员构成影像公共性的实现程度。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 笔者根据功能划分的这几类空间

可能有所交集， 例如下面的例子中会介绍到， 一个商业空间可能同时也是一个艺术空间， 一个艺术空

间同时也可能是一个校园空间。 之所以做如此划分， 主要是为了方便讨论的需要。

（一） 商业休闲空间与小众俱乐部

民间记忆计划影像属于纪实类风格， 长镜头较多， 内容较为苦楚， 因此难以为商业意识形态所青睐

并在电影院线这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业放映空间中放映。 但它可以出现在其他商业空间之中。 这

种商业空间的主要形态是城市化之后出现的酒吧和咖啡馆之类的商业休闲空间。 笔者对民间记忆计划

在商业空间的考察主要集中在北京一个名为 “杂家平台” （ ｚａｊｉａ ｌａｂ） 的组织中。

杂家平台是一个混杂着商业与艺术色彩的组织， 其自我介绍是 “融合各种艺术演出形式， 推崇跨

界和实验。 促成各种艺术形式在这里交融、 发生。 提供一个开放自由的交流空间。 杂而不乱。” ［１８］ 独立

纪录片的放映室是这个平台的有机组成部分， 放映频率为每周一次， 时间一般在星期日。 民间记忆影

像计划的片子定期在这里放映， 还有名为 “每月一导” 的主题影展， 以作者论形式介绍民间记忆计划

导演系列作品。 同时还不定期请纪录片工作者来与观众进行交流。 影片放映采取收费形式， 票价为 ３０

元一部电影 （包含一杯饮料）。

从可达性来看， 杂家平台所处的空间非常显眼， 其前身是一座道教教场的一部分———位于北京钟鼓

楼背面教场的宏恩观前殿， 文革时期， 变身为北京市标准件二厂， 改革开放之后， 再变为钟楼菜市场。

２０１１ 年， 杂家平台创始人将其前殿———豆腐加工车间改造成了当代艺术主题的咖啡馆。 但在不到三年

之后的 ２０１４ 年杂家平台由于北京市钟楼广场拆迁改造被迫搬迁。

由宗教空间到工业空间到消费空间再到休闲空间的场所功能转变， 见证了全能政府对空间的巨大

的影响和介入， 也成为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符号。 被迫搬离宏恩观之后， 杂家开始流浪之旅， 他们干

脆决定不将空间固定下来， 而是 “根据不同的空间去安排合适的活动”， 而且 “空间不局限于室内室

外、 公共个人。” 这样杂家便成为一个在都市中游走的流动性的空间。 放映场地有时在净土胡同 ２０ 号

的睦野画舍①， 有时在东城区靠近相声大师侯宝林故居的 ｆＲＵＩＴＹＳＨＯＰ。 这是两个新商业空间， 前者是

一个为北京非考学的美术爱好者提供收费教学的绘画工作室， 后者是音乐及生活周边产品的综合店，

同时也会举办一些演出。 从空间内部的影像放映环境上看， 杂家采用投影仪， 有小型的幕布， 座位不

多， 约可容纳 １５—２０ 人。 放映后的交流活动并不热烈。 事实上， 如同杂家平台这类的影像放映商业空

间，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中国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已经形成， 而且是中国民间影像在当时最主要的放映

空间之一。 这些空间放映民间影像是一种市场差异化的策略， 影像放映成为招揽顾客的一种主要手段。

放映活动有着独特的收费方式： 酒吧有可能收取一定费用， 也有可能进场是免费的， 但是有最低酒

水收费。 按照日本学者中岛圣雄的考察， “一个商业的电影俱乐部， 每场放映收费 ３０ 元人民币， 其中

包括一杯免费的酒水。 由电影放映所取得的收入是俱乐部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上世纪 ９０ 年代，

这种收费放映活动事实上和当时的录像厅、 盗版碟一样， 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地带。 电影学者王小

３９

① 就在宏恩观旁边， 地理位置便利——— “地铁 ２ 号线鼓楼大街站 Ｆ 出口 ／ ８ 号线 Ｇ 出口， 向南走到国旺胡同向东至净土胡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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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也分析了这个时期酒吧之于民间电影的作用， 他引用电影策展人张亚璇的话， 认为 “那些物质空间

反而比人显得更重要。” ［１９］如果没有酒吧这样一个放映空间的存在， 民间影像在当时根本缺乏与观众见

面的机会。 因此酒吧在中国民间影像的传播史中扮演了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角色。 之后尽管由于政府

治理与其他类型空间的涌现， 酒吧放映的地位被大大削弱， 但笔者还是能够在像杂家平台这样的空间

中找到一种延续性， 其中最显著的特点在于： 无论酒吧还是咖啡馆， 参与者多为对文艺感兴趣的小众

人群， 他们构成一种亚文化群体， 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 对于某些话题的观念往往相互强化， 获得共

鸣， 并没有太强的讨论氛围。 具体到杂家则更为典型， 由于放映空间在不断发生变化， 使得观众集中

在若干对杂家有强烈忠诚度的群体上。 商业平台的最大价值就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张献民说的 “看不

见的影像” ［２０］ ， 民间影像创作者的作品因此拥有了最低限度的传播空间。

（二） 以艺术的名义： 当代艺术空间的放映实践

艺术空间中的影像放映， 往往面向更广大的群体， 更具有向公众推介优秀艺术电影的野心。 民间记

忆计划和当代艺术中心有着比较紧密的结合， 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ＵＣＣＡ）、 南京艺术学院美

术馆和深圳 ＯＣＴ 当代艺术中心都做过展映。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位于北京著名的 ７９８ 艺术区， 按照其官网上的介绍， 这个艺术空间 “致力于

持续性地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 促进国际交流， 为每年到访的近百万参观者呈现最前瞻的艺术和

文化。” ［２１］其中， 艺术电影的放映是这个中心日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电影放映厅可容纳约 １００ 名

观众， 专门放映国内外优秀的艺术电影。 ２０１２ 年春， 民间记忆计划曾在这个中心做过系统展映。 当时

的成人票价是 １５ 元， 学生票价是 １０ 元。 这个费用， “在满座的情况下， 也仅够维持一场电影的放映成

本， 商业收入微薄”。［２２］民间记忆计划在尤伦斯的影展做得非常成功， 电影票在电影放映之前好几天便

销售一空， 放映之后， 专业水准较高的观影群体与纪录片工作者做了深入交流。 展映活动的成功说明

了什么？ 首先， 尽管 ７９８ 艺术区附近并没有地铁可以直达， 步行过去需要 ２０ 分钟左右时间， 但由于巨

大的体量和多年的耕耘， 它已经发展为中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场域之一； 其次， 尤伦斯艺术中心的宗

旨是致力于培养公众对当代艺术与影像的热情， 因此其目标对象群体并非是某种特殊的文艺爱好者，

而是所有对艺术感兴趣的或者潜在感兴趣的公众， 参与者包括城市学生、 艺术爱好者与从业者、 知识

分子等。 它是一个带有较强公共教育色彩的艺术空间； 第三， 电影放映硬件专业， 影展策划水平较高。

根据当时任尤伦斯艺术影院策展人介绍， 尤伦斯试图为艺术电影与中国大众之间建立一个交流与沟通

的通道， 为中国艺术电影提供一个放映据点。［２３］

当代艺术中心的运营模式并非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美术馆模式， 亦非商业运营模式， 因此运作方

式往往更专业、 规范。 由于主旨在于推介当代优秀艺术， 盈利并非其首要目的， 当代艺术中心天然成

为民间影像的重要推手。 再加上专业的放映条件、 较高素质的观影群体与较为便利的交通条件， 使得

它成为当前中国较为成熟的影像放映的公共空间形态。

（三） 书店： 强交流与开放性空间

笔者考察的第三种影像放映的空间是书店空间。 书店一直都是一座城市的重要文化空间， 与过去

以销售书籍为主要功能不同， 现在的书店空间开始慢慢转型为复合的文化空间， 成为城市或社区的文

化中心。 独立影像放映也是建构这种文化中心的重要一环。 ２０１２ 年夏秋之际， 民间记忆计划在大连回

声书店进行展映。 回声书店 ２００８ 年创立的宗旨是 “让创作者可以展示和交流， 让爱好者找到志趣相投

的伙伴， 让不同的思想和观点碰撞出新鲜的意义。” ［２４］ 其以书店和图书馆为载体， 已经组织过几百场活

动， 包括创作者沙龙和讲座、 独立影片放映、 音乐演出、 艺术展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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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独立书店， 回声书店从性质上看与杂家有点像， 都类似于某种小众观影俱乐部， 这限制了它的

开放性和社会性。 书店位于大连理工大学北门附近的空间， 这决定它的参与者多为学生和文艺青年。

独立书店的定位决定了影像的放映设备较为简陋， 参与人数数量较少。 但这些反而保证了观影者可以

和民间记忆计划的导演们进行深入的交流， 从而获得对中国现实的认知。 除了回声书店之外， 深圳的

小津概念书房也做过民间记忆计划的展映和导演见面会， 也是一种偏向迷影文化类型的活动。

从观影环境上看， 由于书店的投影设备并不专业 （投影设备基本上只能做到满足做讲座的嘉宾放

映 ＰＰＴ 的需要）， 音响设备差强人意 （声音亦不能大到影响其他顾客）， 受到的外部干扰比较大 （书店

灯光必须打开， 服务于挑书和买书的顾客）， 因此从观影环境上并不合格。 但是书店空间在与公共空间

相关的两个重要指标都是到位的。 首先它的最大优势是开放性， 也就是具有一种强可达性。 与上述两

种放映空间不同， 书店的大门一直处在敞开的状态， 灯光常亮， 人们可以在书店开放的任何时间进入，

无论从视觉可达性、 象征可达性以及实体可达性上看， 它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另外， 它能够聚集人群就相关话题进行讨论。 由于进入书店空间的人们多是城市中有一定文化素

养的人， 因此讨论和交流的氛围较为浓郁。 尤其在大型书店中 （笔者曾数次参与过位于南京的中国著

名书店先锋书店的其他民间纪录片放映活动）， 观影人数更多， 人们的年龄、 职业和身份背景也更为多

样化， 某类公共议题能够经由影片的发酵而产生并展开探讨。 民间纪录影像因此不仅是现实认知的窗

口， 更成为一种公共话题的催化剂。

（四） 非政府组织的吸纳与空间的挪用

由于民间记忆计划的拍摄对象与许多非政府组织的议题有重合的地方， 例如孤寡老人、 乡村现实、

女性主义、 乡村建设、 环境保护等， 因此它也经常被吸纳入各式各样的非政府组织活动之中。

笔者曾参与调查过一次非政府组织的放映活动， 地点在成都， 组织者为爱思青年公益发展中心， 该

活动主体是讲座， 邀请了当代积极投身于乡村建设活动各领域的人士做主题演讲。 民间记忆计划的一

位参与者以纪录片导演的身份分享了自己的乡村拍摄经验。 她还在当天晚上分享了自己拍摄的纪录片，

放映空间名为 “青年 Ｖ 幕”。 该空间地理位于成都最古老的商业街春熙路上， 其前身是始建于 １９２４ 年

的成都的第一家电影院———新明电影院，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被改造为成都第一家私人影院， 是一个商业放

映空间， 但由于是与公益组织合作的放映， 所以该纪录片并不收门票， 也无需酒水费。 于是它从商业

空间转变成了一个公益空间。 进场观众多为当天早上参与了讲座活动， 对民间记忆计划感兴趣的人。

影院放映设备较为高级， 放映效果明显强于一般的咖啡馆 ／ 酒吧空间。 观众构成较为多元， 放映后的交

流也较踊跃， 学生、 中年人、 小孩子共同谈论了对纪录片的感想， 增加了不同年龄段、 不同阶层的人

们对于中国乡村现实的认知。 爱思青年公益发展中心将电影放映作为其讲座之外的延伸活动， 丰富了

这个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内容。 非政府组织的民间影像放映一方面看中影像的社会功能， 即推动人们对

于某一社会议题的认知； 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影像更能直接作用于人们情感的特征， 强化其所呼吁议

题的重要性。 影响力较大的组织能够吸纳不同类型的群体， 并与较为大众性的放映空间进行合作， 进

而丰富公众关于公共议题的认知。

（五） 校园空间的三种构成

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放映空间是大学空间。 大学空间在 ２１ 世纪之前与民间纪录影像之间并没有多

大的关联。 ２１ 世纪之后， 随着投影仪的普及、 大学的扩招及新闻传播及影视类专业的大量开设， 大学

校园开始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民间影像放映空间。 影像放映的目的一般是为了提升学生相关专业素养，

拓展学生们的社会认知能力， 也有的是为了进行中国问题的相关研究。 民间记忆计划在中山大学、 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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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大学、 中国美术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 杜克大学、 伦敦国王学院等国内外高校都进行过放映。

本文将民间记忆计划在学校放映空间划分为三个子空间： 第一是课堂空间。 课堂空间中存在着一

个明确的主持者与观众群体。 存在三种传播形态： 常规课程、 交流活动与学术讨论。 在常规课程方面，

民间记忆计划从天津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这样的大学空间开始生根发芽。 创作者给学生放映民间

记忆计划的作品， 给学生布置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让学生回到自己的故乡就某一历史事件采访某些人，

并将其拍摄下来。 于是学生们开始利用摄像机与自己身边的现实相接触、 撞击。 因此这个空间不仅是

一个表征的空间， 而且是一个生产与赋权的空间。 ２０１３ 年年底， 笔者曾参与过民间记忆计划在中山大

学所做的交流活动。 这个活动策划得比较系统， 既包括在教室的放映活动， 还包括放映后的交流、 讲

座、 工作坊和剧场演出。

第二种子空间是学术报告厅。 与教室不同， 学术报告厅中的放映有向社会敞开的可能。 笔者所调查

的 ２０１１ 到 ２０１５ 年期间， 包括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 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等国内许多高校的学术报告厅

都曾做过民间记忆计划的放映和交流， 这显然有助于增强学生对现实社会的认知。 实际上不少影迷也

会因为对题材或导演感兴趣而参与观看放映。 因此高校学术报告厅是一个民间影像放映的重要亚空间。

高校还有第三种放映空间， 就是图书馆空间。 在图书馆中， 影像被当成是一种视觉档案保存于传

播。 例如民间记忆计划被香港中文大学、 杜克大学等高校图书馆购买收藏， 作为当代中国研究的一种

视觉素材。 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中， 学生们可以观看到这些影片， 而杜克大学图书馆则更进一步，

它将这批影片重新剪辑、 翻译， 然后挂在图书馆的网站上， 供所有人参看。 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影像

被重新剪辑， 由一种带有作者论形式的影片， 转换成了带有新闻资料片形式的访谈。 民间记忆计划的

纪录片导演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变成了采访者 （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ｒ）， 他们的行动的影像被删掉， 只留下按照全国各地

分类的农民的口述。 作品的名字也发生了变化， 由 Ｔｈｅ Ｆｏｌｋ Ｍｅｍｏｒ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改为了 Ｔｈ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Ｐｉｌｏｔ Ｖｉｄｅｏ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ｓ。 这个计划被以一种统计学的方法变成了科研档案重新加以分类， 满足

于研究的目的。

在大学校园之中， 学术研究与专业教学的需要建立起了民间影像放映的合法性。 但是大学校园放

映的自主性带有动态色彩， 取决于具体的情境， 尤其是主管者的观念的开放性与工作的责任心等因素。

大学校园是目前构成独立纪录影像放映的一个亚公共空间， 存在观看的机会和讨论的氛围， 这种放映

开拓了学生群体的视野， 其影响更可能在他们未来的工作中体现出来。

四、 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对 ２０１１ 到 ２０１５ 年间民间记忆计划项目的城市放映活动进行了调研， 在方法论上持建构主义

立场， 认为来自民间的记忆丰富了人们关于历史的认知， 为考察中国历史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与多元

的空间。 而在这个过程中， 城市场所的放映与交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上述探讨中， 笔者认为

媒介公共性的履行不仅取决于政经环境等结构性因素， 也取决于技术、 空间与主体的能动性。 具体来

说， 在微观层面上受空间类型、 地理位置、 参与人数等因素影响。 在宏观层面上， 由自媒体所型构的

网络空间， 以及由城市化、 社会空间的扩大和信息传播技术的进一步革新所带来的新的城市空间之中

所形成的传播关系和传播系统， 成为推动影像公共性的重要变量。

首先， 从城市空间形态上看， 笔者调查了 ５ 种类型的城市空间的影像放映情况。 无论在哪种空间

中， 产生于民间的纪录影像都可以被原原本本传播到民间。 一种依托于民众自己拍摄的、 在城市中多

种空间节点的传播生态系统在新技术的推进之下正在成形。 笔者认为至少从 ２１ 世纪前的 １５ 年情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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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这种新的传播链条有助于弥补由于过度商业化的大片狂潮所导致的公共影像欠缺的问题， 形构一

种另类的公共记忆。［２５］

英国左翼学者 Ｅ·Ｐ·汤普森曾探讨过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的经济、 文化、 政治、 生活方方

面面的形成， 认为真正的大众文化应该是出自工人阶级生活的街区的工人们自己创作出来的， 扎根于

具体生活语境之中的文化。［２６］在当代中国， 城市空间为公共影像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 因此在传统的

大众传媒与线上虚拟空间之外， 建立起了一个依托于数字化制作、 传播与放映工具， 以城市实体空间

为载体的， 人与人之间交流更加直接的信息传播系统。 笔者以为这种信息传播系统依然提供了接近于

雷蒙·威廉斯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传媒与社区” 一文中所愿景的一种健康的信息传播系统的现实

可能。［２７］

其次， 笔者想指出在城市影像放映活动中， 不同的空间有着不同的特点。 空间节点的位置、 结构与

形态影响着放映与讨论的质量。 去中心化的城市是一个由四通八达的道路所组成的网络， 尽管如此，

位于繁华区的空间节点依然占据更大的优势， 因为它更能够吸引人气。 按照这种逻辑， 我们可以将大

书店、 艺术中心、 大学校园老校区归为近空间节点， 将大学城归为远空间节点。 而其他空间节点的位

置则变幻不定， 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 另外， 放映空间的规模与结构也影响着观众的观看效果， 例如

本文所考察的酒吧和咖啡馆的空间都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封闭性， 这种封闭的色彩容易造成排他性与小

众色彩。

在上述个案的考察中， 当代艺术中心和大型书店这两个空间的公共性潜力最大。 因为它们在可达

性、 空间大小、 观影人数、 人员构成上都具有其他空间所没有的优势。 两者又各有优缺点： 当代艺术

中心以当代艺术的名义可以最大限度扩展影像放映的自由度， 放映空间与放映设备均较为专业， 能够

为观众带来比较愉悦的观影体验， 然而众多的观众人数使得放映后的交流显得不够充分。 而书店的优

点在于其放映空间是开放式空间， 尽管放映设备较为简陋， 但是书店安静的氛围能够为观众提供一个

不错的观影环境， 适中的人数和多元的人员构成也有利于交流与讨论。

再次， 在观影群体考察方面， 笔者发现观影群体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 由于一个理想化的公共话题

应该能容纳来自社会中不同职业和阶层的群体， 经由人们的理性交流与辩论的公共话题是社会中共识

形成的先决条件。 但民间记忆影像在多重空间节点的放映只能保证公共信息能够得到传达， 却无法保

证公共信息能够得到充分的讨论与争鸣。

例如在酒吧、 咖啡馆的放映活动有俱乐部化和小圈子化的色彩， 如此则可能导致一种群体极化

（Ｇｒｏｕｐ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８］的现象， 人们固有的偏见可能被进一步增强。 大学校园的放映对象主要限制在学

生群体之中。 只有当代艺术中心和书店两个空间可以汇聚不同类型的市民， 尽管这种汇聚也主要是以

城市中产阶级 ／ 文化人群体为主体。 这种群体的同质性， 可能导致 “共同的世界” 转换成一种 “共同的

自我世界”。 拥有相同观点与立场的一群人在观影与交流过程中强化了自己的偏见， 令不同社会群体的

共识越来越难以形成， 在这样的过程中， 社会的宽容性不是增强， 而是被进一步削弱了。

最后， 尽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民间记忆计划中所主要拍摄的对象———农村人、 老人、 疾病者

———在观众中几乎是缺席的， 城市农民工不会参加此类影像的放映活动， 民间记忆计划中的群体只是

在影像中被展示出来， 他们属于城市空间放映与交流活动的缺席者。 但是从乐观角度上看， 城市空间

依然为来自民间的集体记忆提供了新的传播平台， 这种集体记忆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的口述汇聚

而成的， 这些个体并非著名的历史人物， 只是在转瞬即逝的生命历程中穿行而过的每个普通百姓， 这

种由个体记忆汇聚而成的集体记忆， 实际上充满残缺、 碎片与缺陷， 但却更加真实， 可感， 充满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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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相在这种不完美中显露了出来。 这种在宏大叙事之外存在的民间的记忆， 使得人们关于历史

的认知变得更加多元而又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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